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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学西渐: 21 世纪世界汉学的中心偏移与模式调整

徐宝锋
( 北京语言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汉学对于中国文化在国际范围内的接受与传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和影响。我们不应该把当前汉学

的全球发展和繁荣等同于中国文化的海外繁荣，把汉学家的兴趣等同于世界异质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普遍兴趣。

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世界汉学中国研究本身的不平衡性会依然存在。国内学术界应逐渐改变“西学东渐”

以来的汉学研究的西方中心观，而采取一种“东学西渐”式的中国中心取向，一旦以中国为中心烛照整个汉学研究，

海外汉学才能不断发现海内外中国文化研究之间的相通性，并修正因认知差异而导致的各种偏见，才能最终消除本

土的中国文化研究与汉学理论形态之间的“双向缺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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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不同类型文化之间的

互通互动日渐明显，国与国之间的沟通越来越畅

通，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普遍，文化与文化之

间的互动已成为常态化。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

汉学使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更加有效地传播，

更有效地被另一个国家、另一种文化所接受，已经

成为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和思考的问题。这包括三

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个层面是汉学对于中国的文

化国际传播的历史作用; 第二个层面是汉学在中

国文化国际传播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第三个

层面是世界汉学的中心究竟应该定位在哪里。

一、汉学对于中国文化

国际传播的历史作用

毋庸置疑，汉学对于中国文化的国际范围内

接受和传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及影响。从早

期的游记汉学到传教士汉学，从学院派汉学再到

目前方兴未艾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国文化被汉学

家以不同的渠道和角度介绍给了中国外部社会，

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形象在不断地被刷新与重建。

当马可·波罗在游记里描绘奇幻中国之时，

西方世界对中国是神话般好奇而怀疑的。利玛窦

则以他的“利玛窦策略”通过“驱佛补儒”，来达到

传教士“以夷变夏”的传教目的，其《基督教远征

中国史》向西方世界展现的是一个现实而又令人

称奇的国度，他笔下的中国除了还没有沐浴“我

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

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

是一个世界”，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未来西方

世界探索中国的浓厚兴趣。自 1814 年 26 岁的雷

慕沙担任法兰西学院“汉文与鞑靼文、满文语言

文学讲座”教授始，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席至今 204

年间的 11 位汉学家的研究，可以成为整个西方学

院派汉学对中国研究取向的缩影，而且其研究已

经深入到中国文化的具体文理。

无论是语言学、社会学还是考古学，中国留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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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印象更多地是一种他者文化的活体样本，

虽然不乏一些学者在研究中体现了对中国的深度

热爱和迷恋，但丰富研究资源和研究成果背后的

中国却更多地是对西方话语体系的生动注脚。
1900—1901 年、1906—1908 年、1913—1916 年、
1930—1931 年四次考察中国新疆和甘肃的斯坦

因，以及 1908 年开始搜集敦煌文物的伯希和，在

一片诟病声中创立了伟大的敦煌学，资料的丰富

与辉煌印证了近现代中国的落魄及没落，中国落

魄及没落的印象通过学术研究而在西方人的视域

中被不断地潜意识深化和强调，并对西方学院汉

学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汉学的重心转到

了美国。因现实政治、外交和军事等方面的考量

和需要，偏向当代中国研究的国际( 美国) 汉学对

中国的自然环境、历史演变、社会结构、文化传统、
生活方式以及中外( 美) 关系的过去和现状的描

述趋于客观，也出现了 1949 年之后因为意识形态

隔阂所造成的大量误判。这一时期的汉学发展和

利玛窦时代的汉学发展颇有些相类似，都是直接

对于中国社会的全方位涉及，但最大的区别在于，

利玛窦等汉学家是完全浸入在中国社会之中之后

的反应，虽然其出于宗教的情感做出了一些冲突

性的选择，但他们面向世界渲染中国的同时也是

被渲染着的，而以北美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为代

表的世界汉学的当代中国研究则保持了一种以所

谓的各种事实材料渲染中国的调性，这种调性即

使在面对 21 世纪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国，依然

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我们知道，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其历史中创

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其中包

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包括这一民族

的饮食、衣着、住宅、生产工具等; 精神文化包括它

的语言、文字、文学、科学、艺术、哲学、宗教、风俗、
节日和传统等等。这些在汉学化传播过程中皆有

所涉及，在通过汉学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

中，我们应加强深度体认中国文化自身的独特性

和深刻性，力求避免在传播过程中非常明显的符

号化倾向。一种民族文化传播中的符号化，一方

面推进了文化的普及，加强了文化在异质文化中

的影响和接受，但同时也可使这一民族文化在国

际传播过程中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浅表化特征。

莱顿大学著名汉学家伊维德教授谈到，中国文学

在海外非常受重视，但海外学者的关注点与中国

本土学者迥然有别，以白居易为例，西方很多学者

并不像中国学者那样从诗歌内涵、风格等角度去

关注他的文学创作，而是更多关注白居易的家庭、
私人生活、丧母夭子这些历史索引。

民族文化的国际传播非常浅表的符号化状

态，很容易导致民族文化传播过程中的自我效应

化。自我效应化是什么呢? 就是指自以为自己的

民族文化已经进入到了一种文化形态当中，已经

被另一种文化形态所接受、深化或者吸收，但实际

上并非如此。当前汉学的全球发展和繁荣很容易

在某种自我意识及自我观念当中，把汉学的繁荣

等同于中国文化的海外繁荣，把汉学家的兴趣等

同于世界异质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普遍兴趣，这

种自我效应化是我们应当高度警醒和注意的一个

重要问题。

二、世界汉学在中国文化

海外传播中的问题

世界汉学中国研究本身具有不平衡性。大多

数汉学家是以中国社会文化和社会演进历史为本

位常量，辅以西方哲学和文论术语等历史变量对

中国古代文论展开了其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就。但从总体上来讲，汉学的中国研

究呈现的是一种马赛克似的整体景观，独体的研

究都很深入精彩，针对具体问题研究的成果数量

也很可观，但汉学的中国研究者多从一些具体的

问题、人物、时期、思想或文本出发进行发掘和探

讨，更多时候研究者喜欢专题切入式的把握，因而

缺少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研究。一些重要的历史发

展时期和重要事件被忽略，包括道家和禅宗等儒

家之外的思想资源及理论主张的研究不够深入，

一些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著作更是关注

者寥寥。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这是中国文化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虽然中国文化内在的发展线索十分明显，但对具

体的文化观念的理解和把握必然涉及对中国文

化、历史、社会、政治与哲学等多方面的宏观把握。
然而，大多数汉学家缺乏一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

与社会的伦理性、道德性以及内位情性的前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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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建立一种对于中国文化

的全局性认知，对于大多数海外学术传统和文化

背景下训练出的汉学家的智力和学术素养而言，

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第二，中国文化在汉学研究中本身并不具有

独立性。西方汉学界关注中国文化的逻辑起点不

是中国文化本身，尤其是当代中国研究兴起之后，

中国文化成为他们理会中国时必须借鉴的工具，

有着很强的实用目的。汉学家更多关注中国文化

表象所引发的理论思考，更加强调其产生的文化

与社会的特殊性，而非像中国本土研究者一样在

理论研究中把文化与社会等存在，并且看作约定

俗成。在中国话语环境中，理论是先于研究文本

本身而存在的。因此，中国学者对文化的理解往

往遵循一种从伦理到哲学、再到理论化的理解路

径，人们对于文化的探讨会自然而然地按参照先

然存在的理论标准进行。汉学家一般不具备中国

本土的话语环境，他们是在西方语境下接触东方

文本的，是在先有了对于文本的感性认知才去探

讨一种理论的可能性。中国语境下的理论是一种

必然性的存在，而汉学语境下的理论则是一种可

能性的解说，汉学的中国文化研究也因此具有了

一种质疑性特质。
第三，中国文化在国际汉学界处于一种碎裂

性接受状况。如上所述，汉学界的中国文化研究

是和海外中国文化的接受与传播对应性地存在

的。以文学为例，孙康宜在谈及《剑桥中国文学

史》的写作思路时指出: “现在的欧美汉学界，只

有中国诗史、中国词史、中国小说史、中国戏剧史

的观念，但缺乏一个全面的中国文学史的观念，所

以，欧美人士对于中国文学史的观念都是比较片

面和残缺的。比方说，我们会说某某汉学家是搞

唐诗的、搞宋词的、搞明清小说的、搞元明戏曲的，

但是，很少人会说这个人是搞先秦文学，或者是搞

唐代文学、宋代文学，或明清文学的专家，所以，一

般说来，美国的汉学家习惯于专攻某个时代的某

种 文 体，忽 视 了 同 一 时 代 的 其 他 文 体

( genres) 。”［1］因为汉学的中国文化研究主要是从

碎裂的文化表象所引申出的汉学化的理解，这自

然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国文化研究的系统性。
涂经诒在描述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状况时指出，汉

学界的“学者们没有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所有时

期投入相等的关注，他们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表现

了一种不平衡的侧重。对于唐宋和后来的明、清
研究相对较少，而对于南北朝时期关注较多，对秦

汉、元和明朝早期研究很少或几乎没有涉及。此

时要对中国文学批评思想的发展有一个全面图景

式的了解似乎是不可能的。”［2］( P23)

第四，系统性文化观念和著作译介的缺位。
目前虽然包括《文心雕龙》之类的中国理论著作

都有了英译本，但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

要著作还没有被介绍到英语世界。衍生中国文化

的道家、禅宗乃至一些经典儒家著作还没有被注

意。有的中国文化著作虽然被译介到了英语世

界，但是，或许因为汉学界普遍缺乏对于文化背后

掩藏的哲学和伦理观念的深度体会，因此并未引

起汉学家所应有的注意。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

思考的问题。
发现本土和海外汉学在中国文化研究方面的

相通性也意味着发现了一种差异性。美国斯坦福

大学中国文学教授苏熙源 ( Haun Saussy ) 指出:

“其实研究不同文化的动机之一，便是探究我们

自身尚未自觉到的态度与倾向，包括自己的偏

见。”［3］( P337) 国内学术界坐拥本土先天的文化优

势，而海外学术界则能站在本土的经验之外去看

待中国文化的若干问题。可以肯定地说，海外汉

学的中国文化研究为国内学术界敞开了一个较为

宏阔的国际化视野，一些汉学家充分注意到了中

国文化的独特性和影响，并在其研究中尽量保持

了一种较为客观和理性的眼光，在对中国文化的

研究中能最大限度地克服其自身文化传统的局限

性。但这些治中国文化研究的汉学家毕竟是一些

“内行的外国人”，欠缺一种本土学者潜移默化中

形成的较为完整的文化意识结构。海外汉学家

( 包括那些在西方的学术体系下成长起来的华裔

汉学家) 在意识层面上有时可以完全是中国化

的，但在潜意识层面上，这些汉学家无法完全规避

西方的学术训练以及文化传统对于其理论旨趣和

观点走向的掣肘。随着文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

深，中西之间的对话日渐频繁，海外汉学和国内学

界对中国文化的差异性理解必将逐渐消除，海内

外两种不同理论形态的中国文化研究必然会共同

助力于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国际化转型。但

目前来说，本土和海外汉学中国文化研究还处在

551

◆ 世界汉学研究 ◆



一种互补型的存在状态，即呈现为一种“双向缺

失”状况。本土的中国文化研究缺乏西学的语境

和现代阐释的自觉性，汉学的中国文化研究则缺

乏一种本土的话语历史承继性和自然性。这种

“双向缺失”的状况，一方面使现代语境下的中国

文化研究保持了一种阐释的张力空间，另一方面

也使本土和海外汉学的中国文化研究者之间保持

了一种彼此敬畏的心态。
海外汉学家大多主动或被动地接受过西方理

论谱系的影响。本土相对封闭的传统话语环境在

汉学视域下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性，汉学家对

于中国文化的时空范围和认知模式都有了较为新

颖的界定。在汉学语境中，中国文化自身的部分

观念、体系、结构、模式以及结论在某种程度上被

刷新甚或质疑。一方面，海外汉学的中国文化研

究引领我们走出了传统文论研究的“套板反应”，

使我们感知到了中国文化进入古今和中西对话的

强大能力; 另一方面，海外汉学的中国研究毕竟是

以西方学者为主体，从话语领导权来说，汉学家在

中国研究中消解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也逐渐构筑

起一个隶属于他们自己的话语体系，中国文化的

话语权因阐释者的影响正逐渐发生变异。在汉学

的影响下，中国认知、中国文化史的版图都将被改

写，新的观念、看法、视角必然会给本土文论原有

的观念带来冲击。如果切近文学文化观察，细心

的读者都会发现，1985 年的《印地安纳中国文学

指南》( 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
nese Literature ) 、1994 年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

史》( 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以 及 2009 年 的《剑 桥 中 国 文 学 史》
(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等正

在悄然颠覆中国本土历史形成的文学史观念。
从文艺学认知关系角度来说，文学史、文学理

论和文学批评看似彼此独立，但实际上内在地存

在一种彼此关联并相互影响的循环关系，三者当

中的任何一种形态和认知理解的变化都会推动其

他两种存在形态的改变。拿目前最具影响的《剑

桥中国文学史》来说，其对于六朝文学的倚重以

及对于明早中期文学存在的强调自然会变革中国

古代文论中关于“情”、“采”、“文”甚或意识形态

的认知取向。在此，笔者并非是要去否定这些汉

学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只是想强调，一旦传统文

学史观念被挑战，那么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许多理

论问题就可能在新的文学史形态背景下被重新诠

释和改写，并催生出一种基于汉学理解基础之上

的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全新话语形态。
这种新的话语形态一经形成，自然会对国内学术

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产生一种倾向性的影响。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海外汉学中国文化研究

的西学语境和国际化视野，使部分中国文化表述

中体现出比较明显的与西方理论谱系的交融与对

话特征，中国研究在与西方现代观念的对接与互

动方面显得相对自然而顺畅。然而，海外汉学的

中国研究自身的中西理论隔阂还是难以避免的。
因为虽然汉学研究的内容是关于中国的，但它是

发生在域外并且由“外国人”所作的学问，尽管材

料、文献都是中国的，但在学术规范和方法上乃至

最终的问题意识上，许多海外汉学家难免会从一

个“他者”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文化。一些以华裔

为代表的汉学家在中国文化的研究中强调了中国

文化的特殊性甚至本位性，在中国研究中保持了

比较纯粹的中国式论述，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说，即

便是那些强化中国文化本身的独特性甚至本位性

的汉学家，也大多保持了一个“双重”观照视角，

引入了十分明显的“他者”意识。
因此，要准确把握汉学生态下的中国文化的

发展路向和特征就必须认真理会汉学家的知识谱

系对于中国文化的重构功能，必须清醒地意识到

“任何以西方现成的理论直接套用在中国经验之

上的努力都不免要沦为削足适履”［4］，虽然现象

学、存在主义、精神分析、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印
象主义、意象主义乃至结构主义等在一定程度上

重构了一些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但在面

对海外汉学的中国文化的研究成果时务必要避免

一种无知而乐观的倾向，必须加强对汉学传统和

理论语境的进一步深入了解，同时深入修正本土

中国文化固步自封的研究状态，然后才能有效地

推动中国文化对世界的理论研究和文化发展产生

积极的正态影响。

三、当代世界汉学的中心偏移与模式调整

目前，汉学领域的中国文化研究并没有融入

到国内中国文化研究的主流中来，其理论形态相

对于本土的中国文化研究的独立性而言是显而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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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海外汉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有着自身无法克

服的理论前见。这种理论前见一方面使汉学家拥

有了一种优于本土话语的前瞻性理解，同时也阻

止汉学家形成一种对于中国文化的透彻性理解。
对于中国本土学者来说，海外汉学家的中国研究

是一种与中国本土现成学术规范不同的奇异的

“他者话语”，一种异质性的理论形态。
这种异质性的理论形态的形成，从客观上讲，

主要受制于海外的学术谱系、文化环境以及汉学

言说的具体语境; 从主观层面来说，则与汉学家本

身的知识谱系和趣味选择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
从某种意义上讲，汉学领域某一中国认知范畴的

流行，既是一种知识的选择，也是一种文化的选

择，中国问题一旦脱离本土的话语环境和文化预

设，其意义指向就必然会发生嬗变。一方面，汉学

家虽然先天就具备一种西学的视角和立场，但其

汉学家的身份决定了他们也是中国文化固有批评

传统的阐释者，其任务和中国本土学者一样是要

延展激活并利用中国的理论，将之作为自身所处

文化和理论情境中具有“政治反应力”的思想体

系的组成部分。
以文学为例，美国汉学界冷落杜甫而偏向于

对李商隐、陶潜、王维乃至寒山诗的选择与评介就

或多或少地与其文化认同有关，与其在美国思想

大背景中的自我形象预期有关，与诗论和论诗形

式有关。另一方面，虽然类似儒家思想在内的很

多中国哲学思想对汉学家的情趣选择影响较大，

但中国文化植入西学之中不可能具有彻底性，汉

学家中国趣味选择必然受到汉学情境下文化认同

和文化预设的制约与影响。理解汉学生态下的中

国文化就应深入理解汉学情境下儒、道、释等思想

此消彼长的演进轨迹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政

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应该对汉学生态系统中这些

中国元素的功能、性质、相互作用及其变异性加以

整体研究，进而完整理解中国文化多元互动的汉

学理论形态的生成过程。
这实际上要求我们改变“西学东渐”以来的

汉学研究的西方中心观，而采取一种“东学西渐”
式的中国中心取向，一旦以中国为中心烛照整个

汉学研究，海外汉学才能不断发现海内外中国文

化研究之间的相通性并修正因认知差异而导致的

各种偏见，才能最终消除本土的中国文化研究与

汉学理论形态之间的“双向缺失”状态。因此，要

准确理解海外汉学的中国研究，就必须融合汉学

特殊的历史文化情境作整体之思; 要从复杂的汉

学生态情境中梳理出中国文化的意涵衍化轨迹，

就必须基于一种文化视野和问题意识，多维度地

介入中国文化的汉学生态结构，将汉学领域的中

国研究纳入到更大的文化学术系统中加以考察，

将基于中国本土的资源性话语视为某种整体性文

化观念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在考察其发生、发展

的基本特征时能够时时注意到其对于汉学整体性

文化观念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进而准确梳理汉学

视域下的中国文化的理论形态及其在西方文论参

照互渗过程中的衍化逻辑，寻求中国文化在汉学

意义系统中的当下合法性。
遵循中国中心的汉学研究策略和认知走向并

不是要强调某种政治正确及意识形态主导，相反，

这有助于我们能够更加基于文化自信的基础上避

免对外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在汉学

中国中心的辐射性烛照下，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战略可以变革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的“冲击反应模

式”，以融通互见方式稳步开展。这对中国文化

海外传播的建设性价值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变巨石战略为投石战略。很多情况下，

中国的文化外传是一种巨石战略，用大笔的资金

做出一个宏大的项目，以求在海外产生巨大的影

响。但是要知道当我们将一块石头扔进外部世界

文化阵营时，更多产生的是一种冲击，引发的是一

种恐惧，甚至可能使人担心，你在进行一种文化的

演变，一种价值的革命。这对于文化输出来说绝

不是好的现象。巨石本身是一种向外寻找中心的

行为，把巨石战略转化为投石战略则是一种以我

为中心的自信性发散传播。我们用各种各样的细

小的文化活动，能够深入到异质民族的心理活动，

让他们共同参与某种世界共通的文化建设，最终

形成一个全球或是大语境共同认可的话语格局。
这时，中华文化就不再是被抵制的文化，而是以一

种中心性存在推导对方接受的文化，引导对方积

极参与的文化。
第二，变冲击反应模式为融合回馈模式。费

正清提出冲击反应模式，完全是站位于西方中心

或者美国中心的，这种中心观指导下的美国汉学

对中国保持的是一种外在审视的视角。一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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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的中国中心形成，那么中外汉学对话将会以

中国文化本体为依据，而非单纯处于一种意识形

态站位和偏向。中外学者之间的交流才会日渐彼

此注意和相互欣赏，而非因为某一方的国际化程

度厚此薄彼。对于中国文化的沉浸式理解和接受

将会十分有助于在世界汉学研究中生成一种融合

回馈的模式，也许那时的世界汉学对于中国文化

的认知的效果才会更为深入、持久，汉学的最终消

亡也许终将成为可能。
第三，世界汉学的中国中心是一种圆周思维。

世界汉学以中国为中心，绝不是一种原点思维。
所谓原点思维，即以我为核心，认为世界只有中国

这样一个文化中心。所以，绝不是在中国文化的

自我效应的幻觉当中把中国文化放大到一种极尽

影响力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地位，而是变原点思维

为圆周思维，即把中国文化和世界范围内的所有

文化均综合对待，更加周全地看待中国的文化在

输出之后所产生的反应，深入体会中国周边的语

言国家、区域文化、民族存在、价值选择对于中国

文化的接受态度、视角，最终形成众多的文化群体

共同参与的互动性的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文化格

局，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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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 Shifting of and Mode Change in World Sinology in the 21st Century
XU Bao－feng

( College of Humanities，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 Sinology plays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and exerts a pervasive influence on the acceptance
an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on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However，we should not equate the
current global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Sinology with the overseas prosperity of Chinese culture．
Neither should we equate sinologists’personal interest in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universal interest
in it evinced by the heterogeneous cultures of the world． In a long period of history，the imbalance in
world Chinese studies itself will still exist． The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should gradually change
the Western－centered view of research in Sinology since the movement of“disseminating Western
learning to the Orient”to a trend of“disseminating Oriental learning to the West”with China as the
center． Only when Sinology is studied under the light of China as a center can Sinology overseas dis-
cover that efforts in studying Chinese culture made at home and abroad are interlinked，can they cor-
rect the biases caused by cognitive differences，and can they eliminate the“bidirectional deletion“
that exist between native country’s research in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theoretical modality of Sinol-
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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